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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确立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定位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

朱佳木

[摘　要]习近平2022年12月8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的贺信，为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指明

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也对国史学界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发挥社会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国史研究者

来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既要体现于政治方向，也要体现于学术工作。作为一门基础学

科和新兴学科，新中国史研究要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重要前提是确立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定位。我

们要站稳新中国史史学属性的脚跟，立足当前作为中国史分支学科的地位，聚精会神地推动新中国史研究、

宣传、教育事业繁荣发展，积极主动地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护国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国史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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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 2022年 12月 8日致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成立 30周

年的贺信中，表达了对国史学会全体同志和全

国广大国史研究者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肯

定了国史学会30年来为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

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对国史学会

进一步团结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更好凝

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提出了殷切希望。贺

信为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正

确方向，也对国史学界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

发挥社会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国史研究者来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既

要体现于政治方向，也要体现于学术工作。

    *本文是作者2023年10月14日在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第二十三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在本刊发表前略有修改。
    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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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习近平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特别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

用的基础学科和学科体系不够健全的新兴学

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新中国

史研究要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重要前

提之一便是确立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定位。

同时，这也应当是习近平总书记贺信要求国

史学界“提高研究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

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解决，新中国史研究

的“三大体系”建设便无从谈起，新中国史研

究水平也难以提高。

事实上，新中国史编研与新中国历史发展

几乎是并行的。早在1951年，由胡乔木撰写的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就有题为“第三次国

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果”部分，

论述了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的历史。此后，中

央宣传部门和高等院校也在不同时期编纂出

版过有关新中国的历史著作。然而，严格意义

上的新中国史研究，应当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出台后兴起的。在此之前，胡乔

木于1977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曾提

出过建立“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或“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研究所”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

如愿。直到 1990年，经党中央决定，中央党史

领导小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代管、专

事编纂和研究新中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

（以下简称当代所）终于成立。当代所先后创

办了以出版国史论著为主业的当代中国出版

社和发表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

史研究》，建立了联系全国国史学界学者的社

会组织国史学会，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设置了培养国史专业人才的国史系，标志新

中国史研究作为一门史学基础学科和新兴学

科登上了学术舞台。

进入新时代，新中国史研究得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空前重视。习近平每当

谈到党史，几乎总是与国史并提，“要认真学习

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习党史、

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

课”。 [1](pp.7、15-16)习近平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

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2](p.694)思政课老

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

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

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1](pp.11-12)在全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习近

平特别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印发通知，增加学习

党史和国史的内容。后来，他又把新中国史与

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合在一起，

要求加强对这“四史”的学习教育。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要求在全社会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

步强调“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3]这一切说明，新中国史的地位已

经被提至与党史并列的高度。

然而，自登上学术舞台，关于新中国史的

学科定位就一直存在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做

法。早在当代所成立之初，就有人提出国史与

党史内容差不多，既然有了党史研究机构，就

没有必要再设立国史研究机构。还有人以“当

代人不写当代史”是“古训”为由，反对把新中

国史作为一门学科，认为不是学术，而是意识

形态和宣传工作。后来，培养新中国史研究生

的国史系成立，但在国家学位学科中目录却迟

迟不见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端的“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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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专业，只有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现

代史起点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经反复交

涉，学位学科目录方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和“中国当代史”放入“中国近现代史”的括弧

里。这种在不改变“现代史”原有定义的前提

下，就把国史和当代史放入“中国近现代史”的

做法，不仅在学术上不合适，而且在政治上也

不妥。再后来，经过国史学界一再要求，终于

在“中国史”这个一级学科下面设置了“中国近

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

并取消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新中国史研究

从此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可是，在实际工作

中又出现了把国史研究要么放入马克思主义

学科，要么归于对策应用类学科的现象。就在

最近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贺信

期间，又有人提出将国史纳入“党史党建学”，

把它作为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或研

究方向的主张。可见，新中国史尽管受到党

中央的高度重视，尽管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尽管被列入国家学位学科目录，设立了硕士、

博士授予点，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研究队伍，产

生了众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对其学科属

性、学科定位，仍然存在各种不科学、不严肃

的认识和做法。

对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定位，之所

以总有这种或那种模糊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一些同志头脑中，关于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

究竟是否同属一个学科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

正确解决。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党史

在新中国成立后同新中国史的确有很多内容

上的重叠和交织，而且，这部分党史已经占到

了迄今为止全部党史的三分之二强，这一比

重随着时间延伸还会越来越大。但是，同样

应当实事求是看到，这种情况不能成为国史

研究与党史研究是同一个学科或国史研究属

于党史研究分支学科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

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

策，必然会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

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新

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国史走向。另

外，国史与党史都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二者

很难在这个领域截然区分。但党史研究毕竟

属于法学门类，而国史研究属于史学门类。

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党史研究也属于专史研

究范畴，国史研究则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属于

通史研究范畴，是中国通史的接续。因此，无

论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还是在学科理论

和编研方法上，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都有很

大不同。

第一，在编研角度上，党史研究是从政党

角度看待自己的历史，要研究和阐述的是我们

党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如何制定路线、方针、

政策，并把它们变成国家意志，领导国家各领

域的建设；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处理与各参政

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外政党打交道；如何进行

党的自身建设，以及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等等。

国史则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历史，

要研究和阐述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各项事业建设，

如何开展外交活动，如何进行自身建设；以及

人民群众和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从事各项建设事业和参政议政的。

第二，在编研范围上，党史研究主要阐释

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范围

超不出党自身及其作为执政党影响所及事

务。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历史“划分为自然

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

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

约”。 [4](p.146脚注)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包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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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自然史。而自然界有些内容，如天象

（日食、彗星等）、气候、地质、洋流等的变化，与

党史并没有关系，不在党史编研范围内。但对

于这些内容，国史编研却不能不加记载，不能

不研究它们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至于自然界

受人类活动影响而造成生态环境的变化，如森

林覆盖率的大小、荒漠化和盐碱化的进退、空

气污染的强弱等，与党史或多或少有一定关

系，党史研究也会涉及，但不可能设置这些领

域的分支学科。而国史研究对这些领域却可

以也应当设置分支学科，如当代林业史、当代

治沙史、当代空气治理史等。另外，社会领域

中疆域、政区、婚姻、家庭、民俗、服饰、饮食、语

言、娱乐方式、人际交往等的变化，也与党史之

间或多或少有关，党史研究也要涉及，但同样

不可能在这些领域设置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

例如，在党史研究中不可能设中国共产党疆域

史、中国共产党政区史、中国共产党婚姻史、中

国共产党民俗史、中国共产党服饰史等专业，

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历史。我们党虽然有自己的

经济思想史、法制思想史、民族政策史、宗教政

策史、环境政策史、人口政策史等，在党史研究

中应当设置这方面的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但

并没有自己的法制史、民族史、宗教史、环境史、

人口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经

济史。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国史研究的内容，都

可以也应当在国史研究中设置分支学科。概言

之，国史研究范围要比党史研究宽广得多。如果

把党史和国史比喻为一座宝塔的话，党史可以说

是塔身，而国史则是宝塔的基座。

第三，在编研重点上，党史研究的重点应

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制定与出

台的过程，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党的会议和文献、领袖人物和英

雄模范以及执政的经验总结等。国史研究对

这些内容虽然也会涉及，但更多应是记述和阐

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

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变化过程以及国家各

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监察机关的重大活动和举措，国家各项建设事

业的进展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国家机关自身

建设及其经验总结等。

第四，在学科理论与编研方法上，党史和

国史编研都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要充分收

集、慎重选择、严谨考证各类史料，对问题进行

阶级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辩证分析；都

要对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的有益成分加

以吸收，对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加以

借鉴。然而，国史编研主要运用的是史学的理

论与方法，党史编研则需要更多运用政治学科

的理论与方法。在史书编纂方面，国史书除了

章节体外，还需要借鉴我国古代史书编撰的体

裁体例，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

体、方志体、史地体等，创造性继承和发扬我国

史书编纂的优秀传统。

总之，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各有各的学科

属性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谁也代

替不了谁。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

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并不表明国史研究

与党史研究是一回事、一个学科，而是因为国

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而

党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撰写的内容。

这一问题恰恰应当通过加强两个学科的建设

逐步来解决，而不应当成为模糊二者学科区别

的理由。否则，只会妨碍各自学科的发展。

另外，新中国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学科相

比，虽然具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宣传功

能，更加突出的学科综合性和交叉性，更加接

近当今社会，但不等于说它就是宣传工作，就

可混同于其他学科，或放入现实对策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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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现有学科多多少少具有意识

形态属性。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研究，并不取

决于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而在于追求的是否

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具有的

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术规范是否

被公认为科学。只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连贯

性、继承性，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

史成败的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致力

于构建符合学术规范的学科体系，新中国史研

究就是地地道道的学术工作，就是一门科学，

就要把它当成科学、学科、学术、学问来对待。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政治领域的战争一样，

也需要武器，也有阵地和战场。只不过，国史

研究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所使用的武器是学

术，要守卫的阵地是党领导的学术阵地，与敌

对势力展开较量的战场是学术战场。至于说

新中国史的宣传和教育，本身都是国史研究成

果的转化。因此，搞好新中国史的宣传、教育，

也要首先搞好新中国史的学术研究，使战斗

力、说服力建立在史料更充实、分析更深刻、论

述更创新的学术成果基础之上。

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在客观上与

许多学科有着很强的交叉性，而且史学工作者

在主观上也很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与研究方法。史学这一特点，在新中国史研究

中尤显突出。然而，与不同学科之间有交叉关

系，不等于可以混淆不同学科。例如，新中国

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因此，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研究中，不可能不研究当代中国的

问题；在新中国史研究中，也不可能不研究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然而，马克思主义研

究是理论学科，新中国史研究是历史学科。不

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当代中国基本问

题的研究，新中国史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过程的研究，就把新中国史学科放入马克思

主义学科。

新中国史是现代史、当代史，因此，新中国

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自然会与现

实之间距离最近。现实中刚刚发生的事，很快

就会成为新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同时，新中国

史研究中的问题，很多也是当代中国对策研究

中的问题。但这同样不意味着新中国史研究

就是对策研究，或属于应用对策类的学科。新

中国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学科一样，在社会科学

研究中属于基础类学科。它所研究的当代问

题，无论距离现实多近，都只能是从历史角度

而不是从对策角度去研究。新中国史研究当

然要为现实服务，但这种服务只能体现于对某

个历史问题发生发展的过程阐述、原因分析、

经验总结、趋势预测，而不能要求它拿出具体

对策。就是说，面对当代问题，它只负责说清

楚问题的内容、原因何在、经验教训有哪些、今

后可能如何发展，而不负责回答应当怎么办、

采用什么对策。原因在于，这门学科的史学性

质决定了它不承担对策的责任，也不具备对策

研究必须具有的那些研究条件。如果硬要它

拿出对策，结果只能是打乱仗，只能是种了别

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而且，别人的田也肯定

是种不好的。

至于有人仅因为新中国史研究比较薄弱，

资源较少，研究成果很难在中国古代史、近代

史学界中进行学术交流等，就主张把它纳入党

史党建学科，这种理由就更加站不住脚了。任

何一门新兴学科，总有从基础薄弱到逐渐成熟

的过程。当初，党史研究也很薄弱，但党史学

界就不赞成把它并入其他学科。另外，隔行如

隔山，同属一个大学科下几个分支学科之间难

以进行学术交流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近

代史研究中的问题，就很难拿到古代史学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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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流。至于说目前党史党建学已被确立为

一级学科，有的高校设置了党史党建的独立学

院，因此，将新中国史教学放入其中，有助于这

一教学的发展。这种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必须明确，这只是一种行政措施，并不涉及

学科归属。当然，如果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

况，能把新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也提

升为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那就更好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

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

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

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

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

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

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

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

的领域。”[5](p.309)这就是说，任何科学门类都有自

己质的规定性，如果只注意学科之间的联系，

而忽略或抹杀它们之间质的区别，任何科学研

究都无从着手，也不可能搞好。时至今日，我

们如果连“新中国史”姓“什么”，是什么学科都

弄不清楚，都要拿出来反复讨论，又如何能集

中精力加快构建作为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

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如何深化新中国

史编研工作、提高新中国史研究水平呢？

在习近平向国史学会发出贺信的当天，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庆祝国

史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

贺信并发表讲话，要求充分认识新中国史研究

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新中国史研究的正确方

向，不断开创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的新

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在讲话中表

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举全院之力，加强新中国史研究

工作，努力把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学会建设

成为顶尖的和具有广泛国际引领力的新中国

史研究重镇和学术交流平台。他们的讲话表

明，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贺信精神，已经在着手为国史研究事业大

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史研究资源相对少的

问题也一定会逐步得到解决。

当前，国史学界和相关部门正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 30周年贺

信精神。国史工作者应当珍惜、爱护和充分利

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借助这股东风，在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牢

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以及提高

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上多

下功夫，在加快构建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

和抵御、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上多动脑筋。

我们要站稳新中国史史学属性的脚跟，在新中

国史尚未被国家学位学科管理部门认定为史

学门类一级学科之前，安于其作为中国史分支

学科的地位，“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

风”，聚精会神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教育

事业的繁荣发展，积极主动地发挥国史研究的

资政、育人、护国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国史

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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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of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Studying the Essen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

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ec. 8, 2022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PRC histo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and play more social roles. For researchers of PRC history, thorough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essen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should be reflected in both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academic work.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as a basic and emerging discipline is to establish its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three systems”. We should keep a firm foothold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attributes of PRC history, base 
ourselves on the current positioning as a sub-discipline of Chinese history, concentrate o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takings of researching, publicizing and teaching New China history, and active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s of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as advisor, educator and guardian, so as to contribute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PRC history to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u Jia-mu)
Promoting the Unity and Struggle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All Ethnic Groups：：Unswervingly following the correct 
path of solving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CPC’s ethnic work in its over one-hundred-year 
history. At present,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joint struggle of all ethnic groups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socialist country. In response t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sistency and 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undertakings, and adhere to “the unity and struggle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two major situations”,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and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areas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ir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 should also be highly vigilant against the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by Western forces into 
China’s ethnic areas,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ir immunity to infiltration and combat power against secessionism. (Zhong Ying)
On Upholding the People-First View of History, Values and Methodology：：The “six unshakable principles” are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well as the stance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hat run through i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defines the tenet that “we must put the people first” at the top of 
the “six unshakable principl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entury-long struggle, the tenet that “we must put the people 
first” innovates and inherits the Party’s mass line and boasts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The magnificent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the CPC’s 
innovative theory in the new era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people-first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people-first values, and the 
people-first leadership methodology. Recognizing these aspects is conducive to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grasping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n Xi Jin-ping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Xi Jie-ren)
Enhancing Socialist Patriotism within the Family as the Basis: Studying Extracts from Xi Jin-ping’’s Elaboration on Family,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Style Building：：The family ha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sentiment of family and 
country is their special complex.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made a series of overa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ultivating patriotism.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speciall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style building, vigorously 
promoting socialist patriotis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hina to buil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Socialist 
patriotism,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family and country as well as the great and continu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nifests the collectivist principle of loving family, loving country and loving socialism as its core. To promote socialist patriotism, the family is 
the bas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people are the main force that plays a key role. We should focus on four major groups, namely children, 
youngsters, housewives, and cadres, so as to continually build up a foundation of cultural strength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Zhu Hui)
Zhou En-lai’’s Thoughts and Exploration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China’s Modernization is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long-cherished wish of Zhou En-lai, the founding premier of new China. Since his adolescence, Zhou En-lai has 
harbored the ambition of “studying for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ream of “meeting when China soars in the world”.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e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modernizing the country with great effor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Zhou En-lai, together with Mao 
Ze-dong and others, set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all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and initiated the “two-step” arrangement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which established the CPC’s tradition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socialist country through strategic planning.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Zhou En-lai also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pecific ideas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re would be n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day but for the 
pioneering exploration led by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other Chinese communists. (Yang Ming-wei)
Zhou En-lai’’s Contributions to Exploring the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Modernization：：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Zhou En-lai, in 
implementing and expanding Mao Ze-dong’s ideas of “Eight Sides in Four Aspects” and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preliminarily 
explored the guiding thought of how to carry out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and adjusting national economy, 
Zhou En-lai appli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heory that productive forces determine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linked them 
with the concepts of “sticking to the mean”, “people as the basis of the state”, and “practising in person” amo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e conducted arduous exploration of guiding though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dapting the scale of industry with the basis of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in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with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water conservancy, space probing, 
diplomacy and public health, Zhou En-lai made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practic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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